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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财富变化对生育行为的影响
———基于房屋拆迁的准自然实验

王　 赟　 石智雷∗

　 　 摘要: 家庭财富变动如何影响人们的生育行为是学术界长期关注的重要问

题ꎬ但相关经验证据有待深入挖掘ꎮ 文章采用城市化进程中“房屋拆迁”这一准自

然实验构建双重差分模型ꎬ利用 ２０１２—２０２０ 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ＣＦＰＳ)数据ꎬ实
证检验了房屋拆迁带来的家庭财富变动对居民生育行为的影响ꎮ 研究发现ꎬ房屋

拆迁带来的财富变动可以显著提升居民的生育数量ꎮ 在加入倾向得分匹配、排除

生育政策干扰时该结果依然稳健ꎮ 子女较少、无男孩、生活满意度和社会地位较高

群体的生育行为促进作用更强ꎮ 机制分析表明ꎬ房屋拆迁的财富变动能够通过养

育能力强化效应、生育意愿激励效应影响居民生育行为ꎮ 文章结论深化了对财富

的生育促进效应的理解ꎬ为进一步完善人口负增长阶段的生育政策提供了启示ꎮ
关键词: 房屋拆迁ꎻ财富变化ꎻ生育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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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改革开放四十多年间ꎬ我国国民经济迅速发展ꎬ居民家庭财富不断积累ꎮ 特别是 ２１ 世

纪以来ꎬ居民家庭财富增长速度逐渐加快ꎮ 瑞士信贷研究院数据显示ꎬ我国居民家庭人均净

财富由 ２０００ 年 ５６７２ 美元增长至 ２０２１ 年的 ７６６３９ 美元ꎬ增长了 １２.５１ 倍(见图 １)ꎮ 住房财富

是居民家庭财富的主要组成部分(孟宪春ꎬ２０２３)ꎮ 近年来ꎬ房地产价格的大幅提升使得住房

财富增速远超其他大多数的家庭资本收入(岳希明、英成金ꎬ２０２２)ꎬ住房财富成为家庭财富

增长的主力军ꎬ占据家庭财富越来越多的份额ꎮ 以房产为代表的非金融资产占居民家庭总

财富的比例由 ２０１５ 年的 ４７.９％提升至 ２０２１ 年的 ５５.３％ꎬ近似于北美国家(２９.６％)的 ２ 倍①ꎮ
在家庭财富增长的同时ꎬ我国生育率却在波动中下降ꎮ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ＯＥＣＤ)数据表

明ꎬ我国总和生育率由 ２０００ 年的 １.６３ 下降至 ２０２１ 年的 １.１６ꎬ已进入低生育率阶段(见图

１)ꎮ 尽管随着“二孩”“三孩”政策相继颁布ꎬ生育率短暂回升ꎬ但总体仍呈下降态势ꎮ ２０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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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我国正式进入人口负增长阶段ꎮ ２０２３ 年ꎬ二十届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指出ꎬ当前我

国人口发展呈现少子化、老龄化、区域人口增减分化的趋势性特征ꎮ 可见ꎬ低生育率是当前

我国人口高质量发展面临的严峻挑战ꎮ 家庭财富是个体生育的前提和重要基础(计迎春、郑
真真ꎬ２０１８)ꎮ 那么ꎬ家庭财富对生育有何影响? 家庭财富变化与生育决策之间又有着怎样

的动态关系?

图 １　 ２０００—２０２１ 年中国居民家庭人均净财富与总和生育率变动趋势图
(数据来源: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ＯＥＣＤ)官方网站(２０００—２０２１)、瑞士信贷研究院 Ｃｒｅｄｉｔ Ｓｕｉｓｓ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Ｗｅａｌｔｈ Ｄａｔａｂｏｏｋ(２００１—２０２２)ꎮ)

关于财富变动与生育的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马尔萨斯的«人口原理»ꎮ Ｍａｌｔｈｕｓ(１７９８)
认为有限的生活资料会限制人口增长ꎬ但随着生活资料的增加ꎬ人口必然增加ꎬ即财富增加

将促进生育率的提升ꎮ Ｂｅｃｋｅｒ(１９６０)进一步将视角转向微观家庭层面ꎬ依据消费需求理论

指出当子女的效用大于闲暇效用时ꎬ随着财富的增加和养育孩子成本的相对下降ꎬ子女的收

入效应大于替代效应ꎬ会促进生育数量的增加ꎮ 近年来ꎬ也有学者从生命历程视角出发ꎬ认
为部分父母会综合考虑子女在整个生命历程中可能带来的成本与收益以及自身的财富预期

进行生育决策(Ａｒｐｉｎｏ ａｎｄ Ｖｉｇｎｏｌｉꎬ２０２１ꎻＨｕｔｔｕｎｅｎ ａｎｄ Ｋｅｌｌｏｋｕｍｐｕꎬ２０１６)ꎮ 中国传统生育文

化更加重视以血缘为纽带的家庭或宗族发展ꎬ生育被赋予一种神圣的个人与家族使命ꎮ 儒

家文化中以家庭为基础的祖先崇拜、传宗接代、养儿防老等理念的传播与承继ꎬ更深刻地影

响着国民的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石智雷ꎬ２０１５)ꎮ 因此ꎬ西方发达国家的生育决策机制是否

适用于中国ꎬ尤其是中国农村及城郊地区ꎬ有待进一步检验ꎮ
中国的房屋拆迁为研究家庭财富变动对生育行为的影响提供了良好的研究契机ꎮ 随着

中国城镇化速度不断加快ꎬ城市的扩张与旧城改造带动了社会的变迁ꎮ 房屋拆迁促使安置

村民离地“上楼”ꎬ改变了大量农村与城中村居民传统农地的生产生活方式ꎮ ２０１３ 年清华大

学发布的有关中国城镇化调查报告数据显示ꎬ征地与房屋拆迁影响了全国 １６.０％的家庭ꎮ
本文基于 ２０１２—２０２０ 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ＣＦＰＳ)数据ꎬ利用“房屋拆迁”构建双重差分模

型研究家庭财富变动对居民生育行为的影响ꎮ 可能的边际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ꎬ强化了家庭财富变动与生育行为之间的逻辑关系ꎬ在理论上增进对家庭财富与生育关

系的认识ꎻ第二ꎬ利用房屋拆迁构建有效的因果识别策略模型ꎬ尽可能避免家庭财富变动与

生育行为之间的反向因果等内生性问题ꎬ量化并估计家庭财富对生育行为的作用效果ꎻ第
三ꎬ通过养育能力强化与生育意愿激励两个途径ꎬ厘清房屋拆迁的家庭财富变动对生育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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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作用机制ꎬ进一步补充和发展家庭财富变动对生育行为影响领域的研究ꎬ为完善生育支持

政策体系和激励机制ꎬ推动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提供有益启示ꎮ

二、文献述评

关于财富变动对生育行为影响的研究ꎬ主要有三种不同观点ꎮ 第一种观点认为财富增

加有利于生育行为提升ꎮ 有学者基于美国佐治亚州土地彩票中奖的财富变动研究ꎬ发现中

奖的财富增加能够使得中奖者的生育行为平均增长 ０.１３ 左右(Ｂｌｅａｋｌｅｙ ａｎｄ Ｆｅｒｒｉｅꎬ２０１６)ꎮ
Ｔｓａｉ 等(２０２２)进一步发现ꎬ当中奖的财富增加超过一定阈值(１００ 万新台币)时ꎬ不仅有利于

生育数量增加ꎬ还能促使人们更早结婚ꎮ 还有学者以财产继承来衡量财富变动ꎬ发现继承的

财富增加会促进生育数量的提升(李楠、甄茂生ꎬ２０１５)ꎮ Ａｎｇ 等(２０２４)通过研究住房政策引

发的财富变动ꎬ发现住房财富每增加 １％ꎬ生育率相应提升 ０.１８％ꎬ且财富增加后生育孩子的

健康状况明显改善ꎮ 此外ꎬＧａｌｌｅｇｏ 和 Ｌａｆｏｒｔｕｎｅ(２０２３)利用智利国际大宗商品繁荣冲击带来

的财富变动发现ꎬ商品繁荣的财富增加能够促进生育数量的增加ꎬ这在已婚与受教育水平较

低的群体中更为突出ꎮ
第二种观点认为财富增加会抑制生育行为ꎮ Ｈａｉｌｅｍａｒｉａｍ(２０２４)通过石油价格上涨冲击

探究财富增加对生育行为的影响ꎬ结果显示人均国民财富增加对平均生育率有负向影响ꎬ且
在生育率中位数以上梯度群体中尤为明显ꎮ 原因在于财富值较高的父母养育孩子的机会成

本也较高ꎬ更强的替代作用使得其生育水平相对较低ꎮ Ｌｉｕ 等(２０２３)利用中国房地产热潮探

究财富变动对生育的影响ꎬ发现房产价值每增加 １０ 万元人民币ꎬ未来两年内女性房主的生

育可能性将下降 １４％ꎬ尤其在 ３５－４５ 岁和已育有子女的女性中ꎬ财富增加的生育负向影响更

为显著ꎮ Ｌｉ(２０２４)进一步基于 １８７０—２０１２ 年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房价冲击带来的财富变动

研究发现ꎬ实际房屋价值每增加 １０％ꎬ妇女的平均生育数量将减少 ０.０１~０.０３ꎮ
第三种观点认为财富变动对生育行为存在非线性影响ꎮ Ｏｈｉｎａｔａ 和 Ｖａｒｖａｒｉｇｏｓ(２０２０)基

于早期工业化到现在的北欧发达国家的生育率变动ꎬ发现随着经济发展带来家庭财富的增

加ꎬ生育率呈现升降升的“Ｎ”型波动趋势ꎮ 第一阶段是经济发展的早期ꎬ家庭财富增加主要

用于提升子女的生育数量ꎬ较少对子女进行教育投资ꎻ第二阶段是经济发展中期ꎬ家庭财富

增加后ꎬ父母开始重视并投资子女教育ꎬ然而财富增量有限ꎬ出现子女数量与质量的权衡ꎬ使
得生育率相对下降ꎻ第三阶段是家庭财富增长到一定程度后ꎬ家庭不再受到数量与质量权衡

的限制ꎬ在投资子女教育的同时也提高了生育数量ꎮ
财富变动对生育行为的影响之所以存在争议ꎬ主要有以下两点原因ꎮ 第一ꎬ不同历史阶

段、不同国情与文化背景下ꎬ财富变动与生育的关系存在差异ꎮ (１)早期工业化时代与信息

化时代的财富增加意义不同ꎬ早期工业化时代人们拥有的物质资源和对子女教育的关注度

远不及现在(Ｏｈｉｎａｔａ ａｎｄ Ｖａｒｖａｒｉｇｏｓꎬ２０２０)ꎬ因而可能会产生在不同历史阶段中财富增加对

生育行为的非线性影响ꎻ(２)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社会制度、经济发展状况以及生育阶

段不同ꎬ即使在相同的年代ꎬ部分发达国家也比我国更早进入低生育率发展阶段ꎬ经济水平

与生育环境差异会影响财富变动对生育的作用效果ꎻ(３)相较于部分国家个人本位的社会文

化ꎬ在中国更加注重集体、家庭与传承的传统家本位文化中ꎬ父母愿意为了更多生育和更好

养育子女牺牲自己的个人利益ꎮ 第二ꎬ财富变动与生育行为之间存在反向因果问题ꎬ不同研

究对反向因果问题的处理程度不同ꎮ 人的劳动是财富的源泉ꎬ部分贫困家庭可能会通过提

高生育数量的方式增加家庭劳动力供给ꎬ以促进财富积累ꎮ 这种反向因果问题的存在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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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导致财富变动的生育效应被高估ꎮ 在此基础上ꎬ部分研究通过解释变量滞后期的作用或

引入工具变量的方法进行缓解(Ｃｌａｒｋ ａｎｄ Ｆｅｒｒｅｒꎬ２０１９ꎻＬｉꎬ２０２４)ꎬ但前者可能受经济类变量

的惯性影响ꎬ后者则无法确保排他性需求ꎬ难以充分解决反向因果问题ꎮ 还有学者采用如上

述彩票中奖、财产继承等冲击带来的财富增加进行研究ꎬ但这些方式的冲击在我国并不常

见ꎬ且数据年代久远ꎮ 因而ꎬ在中国低生育率背景下ꎬ政策生育率远高于实际生育率ꎬ需结合

现实国情对我国财富变化与生育行为的关系进行重新审视与探讨ꎬ并尽可能排除研究的反

向因果问题ꎮ
房屋拆迁作为中国城镇化进程中一种重要的时期性现象ꎬ在研究财富变动对生育影响

方面具有较大优势ꎮ (１)房屋拆迁补偿(货币补偿和房屋置换)可以为被拆迁家庭带来一次

性额度相对较大的财富变动ꎬ这一定程度上近似于彩票中奖、财产继承等偶然性外部冲击ꎬ
有效地剥离了内生性生育决策的干扰ꎬ更加真实反映财富变动的生育作用效果ꎮ (２)随着我

国城镇化水平不断提升ꎬ房屋拆迁在全国范围内稳步推进ꎬ其数据可得性与代表性较好ꎬ且
房屋拆迁冲击带来的家庭财富变动如何影响被拆迁者的生育行为较少有研究涉及ꎮ (３)房
屋拆迁的相关政策也逐渐完善ꎬ更大限度保障了被拆迁者的权益ꎬ兼顾公平与效率ꎮ 因此ꎬ
本文利用房屋拆迁这一准自然实验ꎬ使用 ＣＦＰＳ２０１２—２０２０ 年数据评估了家庭财富增加对生

育行为的影响ꎬ并进一步分析财富增加对不同群体生育行为的影响差异以及对生育行为的

影响机制ꎬ能够有效解决财富变动对生育行为研究的反向因果问题ꎬ为新时期建立生育补贴

制度、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提供参考ꎮ

三、制度背景与研究假说

(一)制度背景

改革开放以来ꎬ随着人口大量向城镇流动ꎬ原始的城市建设与功能服务已无法满足居民

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ꎬ地方政府开始进行大规模城市更新与旧城改造工作(王建康等ꎬ
２０１６)ꎮ 作为城市更新与旧城改造进程中的关键环节ꎬ房屋拆迁对城中村、城郊村民以及旧

城区居民的生活条件、行为模式与决策产生了深远影响ꎮ 为适应不同时期社会与经济发展

的需要ꎬ我国的房屋拆迁制度也在持续发展与调整ꎮ １９９１ 年ꎬ国务院发布«城市房屋拆迁管

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７８ 号)ꎬ指出被拆迁人是指被拆除房屋及其附属物的

所有人和使用人ꎮ 拆迁人必须依照本条例规定ꎬ对被拆迁人给予补偿和安置ꎮ 拆迁补偿实

行产权调换、作价补偿ꎬ或者产权调换和作价补偿相结合的形式ꎮ 根据 ２００１ 年国务院公布

的«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３０５ 号)ꎬ被拆迁人ꎬ是指被拆迁

房屋的所有人ꎮ 拆迁补偿的方式可以实行货币补偿ꎬ也可以实行房屋产权调换ꎮ 货币补偿

的金额ꎬ根据被拆迁房屋的区位、用途、建筑面积等因素ꎬ以房地产市场评估价格确定ꎮ ２０１１
年ꎬ国务院公布«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５９０ 号)ꎬ
规定实施房屋征收应当先补偿、后搬迁ꎬ«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同时废止ꎮ

本文主要关注自 ２０１１ 年«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颁布以来我国房屋拆迁制

度的发展ꎮ 该阶段的制度优化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ꎬ房屋拆迁补偿责任分工更加清

晰ꎮ 房屋征收与补偿工作由以往的取得房屋拆迁许可证的建设单位或者个人实施ꎬ转变为

由市、县级人民政府确定的房屋征收部门组织实施ꎬ这一转变在提升制度执行力的同时ꎬ也
有助于增强政策执行的透明度与公信力ꎮ 第二ꎬ房屋拆迁补偿范围更为广泛ꎮ 明确了房屋

拆迁的补偿范围不仅有被征收房屋价值的补偿ꎬ还包括由此造成的搬迁、临时安置以及停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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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业损失的补偿ꎬ全方位保护被拆迁家庭的合法利益ꎮ 第三ꎬ房屋拆迁补偿标准更为科学ꎮ
货币补偿方面ꎬ增加了房地产价格评估机构由被征收人协商选定ꎻ房屋产权调换方面ꎬ则要

求“因旧城区改建征收个人住宅ꎬ被征收人选择在改建地段进行房屋产权调换的ꎬ作出房屋

征收决定的市、县级人民政府应当提供改建地段或者就近地段的房屋”ꎬ进一步保证货币补

偿和产权调换的等价性ꎮ 同时要求“对被征收房屋价值的补偿ꎬ不得低于房屋征收决定公告

之日被征收房屋类似房地产的市场价格”ꎮ 可见ꎬ现行的房屋拆迁制度更加公平、合理ꎬ在适

应社会经济发展的同时兼顾广大人民群众的期望与诉求ꎬ有效保证了房屋拆迁的顺利实施ꎮ
(二) 研究假说

本文认为房屋拆迁带来的家庭财富增加会对生育行为产生一定的促进作用ꎬ并从养育

能力强化效应与生育意愿激励效应两个方面梳理房屋拆迁的财富增加影响生育行为的机

理ꎮ
１.养育能力强化效应

养育能力体现的是父母所能给予的家庭资源支持ꎬ是生育养育子女的基础ꎮ Ｌｅｉｂｅｎｓｔｅｉｎ
(１９５７)最早利用“成本－效用”理论分析家庭的生育决策ꎬ他将孩子的生育成本划分为直接

成本与间接成本ꎮ Ｂｅｃｋｅｒ(１９６０)进一步提出了子女的需求理论ꎬ认为随着家庭财富增加ꎬ父
母对子女的需求也会相应增加ꎮ 这意味着当家庭财富增加时ꎬ父母的养育能力相对提升ꎬ同
时子女的养育成本相对下降ꎬ有利于生育数量的增加ꎮ 而现在ꎬ家庭财富增加带来的养育能

力强化不仅体现在父母能够为多子女提供良好的物质经济资源ꎬ相对降低新生儿分娩、子女

出生后的生活成本、教育成本等直接成本ꎬ还表现在父母能够通过雇佣家政与专业育儿人

员ꎬ相对减轻由于怀孕、哺育和照料子女所牺牲的个人时间、精力和机会等间接成本ꎮ 房屋

拆迁的财富增加往往能够强化父母的养育能力ꎬ相对降低生育养育子女的直接成本与间接

成本ꎬ从而有助于促进实际生育行为ꎮ 由此ꎬ本文提出:
假说 １:家庭财富增加能够通过养育能力强化效应促进生育行为ꎮ
２.生育意愿激励效应

生育意愿是一种主观心理属性ꎬ是个体的心理活动、体验和过程ꎬ也可视为父母的生育

动机或对子女的消费动机ꎮ 当财富增加时ꎬ父母对子女的消费动机也会随之上升ꎬ即激励生

育意愿增加ꎮ 生育意愿的提升能够促进实际生育行为(Ｄｏｍｍｅｒｍｕｔｈ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１５)ꎮ Ｊｏｈｎｓｏｎ－
Ｈａｎｋｓ 等(２０１１)提出的接合行动理论认为ꎬ个体的生育行为是由特定的外部社会环境与主

观心理模式相互作用的结果ꎮ 人们的生育意愿会与所处的角色、情景、社会约束等特定环境

相互接合ꎬ并在接合中锚定ꎬ进而影响实际生育行为(吴帆ꎬ２０２０)ꎮ 当房屋拆迁带来的家庭

财富增加ꎬ改变了被拆迁者所处的外部社会环境(如社会经济地位等)时ꎬ这种正向外部环境

变动与积极的生育意愿相互接合ꎬ将促进实际生育行为ꎮ 由此ꎬ本文提出:
假说 ２:家庭财富增加能够通过生育意愿激励效应促进生育行为ꎮ

四、研究设计

(一)数据与变量

本文所使用的数据来自中国家庭追踪调查(ＣＦＰＳ)ꎮ ＣＦＰＳ 是由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

调查中心开展的具有全国代表性的大型微观入户调查ꎬ该调查自 ２０１０ 年开始每两年进行一

轮ꎬ覆盖全国 ２５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ꎬ调查内容涉及经济、生育、健康、价值观等多领域信

息ꎬ符合本文研究的数据要求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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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拆迁预期会影响个体的生育决策与行为ꎬ而 ＣＦＰＳ 问卷仅在 ２０１２ 年询问了拆迁

预期的内容ꎬ因此本文以 ２０１２ 年作为研究基期ꎬ采用 ２０１２—２０２０ 年的 ＣＦＰＳ 数据ꎬ研究房屋

拆迁的财富变化对生育行为的影响ꎮ 本文对样本数据进行如下处理:(１)依照个人编码ꎬ将
２０１２—２０１４ 年的家庭关系库、家庭经济库以及少儿库的相关数据与个人库进行匹配ꎬ筛选出

１５－４９ 岁的育龄群体ꎮ (２)剔除重要变量存在缺失的样本ꎮ (３)由于部分家庭 ２０１２ 年以前

经历过房屋拆迁ꎬ可能存在内生性问题ꎬ因此剔除了 ２０１２ 年“获得房屋拆迁补偿”的区县样

本ꎮ (４)为尽可能排除区域特征差异对估计结果的干扰ꎬ仅保留同时有控制组(未拆迁家

庭)和处理组(拆迁家庭)的区县样本ꎮ
１.关键解释变量

本文的关键解释变量为 ｔｒｅａｔ×ｐｏｓｔ 交互项ꎮ 其中ꎬｔｒｅａｔ 为经历房屋拆迁的家庭ꎮ ２０１４ 年

的 ＣＦＰＳ 问卷询问“家庭过去一年是否经历过房屋拆迁”ꎬ若回答“是”ꎬ则将其定义为处理

组ꎬ赋值为 １ꎻ若回答“否”ꎬ则将其定义为控制组ꎬ赋值为 ０ꎮ 考虑到从决策到分娩的时间以

及相邻两孩的生育间隔时间相对较长ꎬ将 ２０１４ 年的样本追踪至 ２０２０ 年ꎬ以避免短期内生育

行为无法实现产生的估计偏差ꎮ 此外ꎬ为保证控制组在研究期内的一致性ꎬ剔除了控制组中

在 ２０１４ 年后经历房屋拆迁的样本ꎮ ｐｏｓｔ 为«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颁布后ꎬ本文

在研究期内构造的发生房屋拆迁的时期虚拟变量ꎮ ２０１２ 年为研究期内样本家庭未发生房屋

拆迁的时期ꎬ赋值为 ０ꎻ２０１４—２０２０ 年为研究期内样本家庭发生房屋拆迁的时期ꎬ赋值为 １ꎮ
由表 １ 可知ꎬ研究期内追踪的处理组样本共 ６９３ 个ꎬ控制组样本 ３１０３８ 个ꎮ

本文对房屋拆迁家庭获得的拆迁补偿进行一定处理ꎮ ２０１４ 年 ＣＦＰＳ 问卷询问“过去一

年ꎬ您家收到的住房拆迁补偿共有多少万元”ꎬ但由于 ２０１４ 年经历过拆迁的受访者中有部分表

示对拆迁所获得的包括现金与房产在内的拆迁补偿金额不清楚或者为 ０ꎬ且 ＣＦＰＳ 问卷没有询

问被拆迁房屋的原始价值ꎮ 因此ꎬ本文根据同村邻近家庭已回答房屋拆迁补偿的金额ꎬ计算拆

迁补偿与其 ２０１２ 年自评房产价值的比例关系均值①ꎮ 在此基础上ꎬ利用该比例均值与待补充

拆迁补偿家庭的 ２０１２ 年自评房产价值ꎬ近似估计待补充家庭的房屋拆迁补偿金额ꎬ作为拆迁补

偿金额的代理变量ꎬ以便综合衡量房屋拆迁所得的财富增量ꎮ 总体上ꎬ被拆迁家庭的拆迁补偿

均值为 ３２.４６３ 万元ꎬ这一定程度上与拆迁家庭的城镇居住比例相对较高有关ꎮ 已有研究表明ꎬ
普通农村地区、城郊片区以及城镇地区的房屋拆迁补偿额度逐渐增加(仇叶ꎬ２０２１)ꎮ

２.被解释变量

本文的被解释变量是生育数量ꎮ 由于 ＣＦＰＳ 问卷中没有直接询问受访者的生育数量问

题ꎬ因此本文参考郭凯明等(２０２１)的方法ꎬ采用家庭库中的子女统计数据作为受访者的生育

数量ꎮ 由表 １ 可知ꎬ２０１２—２０２０ 年间处理组的生育均值为 １.１３３ꎬ略高于控制组的生育均值

(１.１２７)ꎮ ２０２１ 年国家卫健委公布数据显示我国育龄妇女平均生育意愿为 １.６４ꎬ而现有研究

表明实际生育数量小于生育意愿(宋健、郑航ꎬ２０２１)ꎬ因此本文采用的样本基本符合当前我

国的生育水平趋势ꎮ
３.控制变量

为控制其他因素对生育行为的影响ꎬ本文选取了个人特征、家庭特征和地区特征三类变

量作为控制变量ꎮ (１)个人特征:拆迁预期(未来一年所在地区“是”或“有可能”有房屋拆迁

４５１

①由于不同区县和村庄的补偿金额与 ２０１２ 年自评房产价值的比例不同ꎬ因此依照各区县和村庄内的补

偿比例对缺失的拆迁家庭补偿金额进行补充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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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 １ꎬ“无”房屋拆迁计划 ＝ ０)①ꎻ个人受教育程度(小学及以下 ＝ １ꎬ中学 ＝ ２ꎬ大专及以

上＝３)ꎻ个人性别(男＝ １ꎬ女＝ ０)ꎻ居住城乡(城镇 ＝ １ꎬ乡村 ＝ ０)ꎻ是否在业(在业 ＝ １ꎬ失业 ＝
０)ꎻ健康状况自评(不健康＝ １ꎬ一般＝ ２ꎬ比较健康＝ ３ꎬ很健康＝ ４ꎬ非常健康＝ ５)ꎻ对他人信任

程度(信任他人＝ １ꎬ不信任＝ ０)ꎮ (２)家庭特征:父母受教育程度②(文盲半文盲 ＝ ０ꎬ小学 ＝
１ꎬ中学＝ ２ꎬ大专及以上 ＝ ３)ꎻ家庭规模(家庭同住人口数)ꎻ人均家庭纯收入ꎻ居民消费性支

出ꎻ家庭总资产ꎻ子女教育支出ꎮ (３)地区特征:地区生育保险参与率(缴纳生育保险人数 /
地区总人数×１００％)ꎻ地区人均 ＧＤＰꎮ 此外ꎬ为减小异方差影响ꎬ本文参考现有文献做法(宋
健、刘志强ꎬ２０２０)ꎬ对收支、资产和地区经济类指标进行平减后ꎬ加 １ 取对数处理ꎮ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如表 １ 所示ꎮ

　 　 表 １ 　 　 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

变量
处理组 控制组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生育数量 １.１３３ ０.８２７ ０ ４ １.１２７ ０.８７９ ０ ６
ｌｎ(拆迁所得补偿) １１.２３７ １.７３６ ７.６０１ １５.２５５ ０ ０ ０ ０

个人
特征

拆迁预期 ０.４８１ ０.５００ ０ １ ０.１１５ ０.３１９ ０ １
个人受教育程度 １.９６７ ０.６７４ １ ３ １.９１９ ０.６５４ １ ３
个人性别 ０.４７８ ０.５００ ０ １ ０.４９４ ０.５００ ０ １
居住城乡 ０.６６４ ０.４７３ ０ １ ０.４９４ ０.５００ ０ １
是否在业 ０.７９８ ０.４０２ ０ １ ０.７４０ ０.４３９ ０ １
健康状况自评 ３.１４６ １.０８７ １ ５ ３.２８５ １.１２５ １ ５
对他人信任程度 ０.５５７ ０.４９７ ０ １ ０.５７３ ０.４９５ ０ １

家庭
特征

父母受教育程度 １.５５６ ０.５７０ １ ３ １.３５７ ０.７１３ ０ ３
家庭规模 ４.５２８ １.７３８ １ １６ ４.４７７ １.７４６ １ １７
ｌｎ(人均家庭纯收入) ９.７３１ １.１０８ ４.６０５ １３.１８２ ９.４７５ １.０５８ １.３２２ １５.２２６
ｌｎ(居民消费性支出) ９.９５３ ３.０５５ ０ １２.８８４ １０.６４９ １.１６４ ０ １５.３４３
ｌｎ(家庭总资产) １２.５２１ １.６８１ ４.６０５ １６.３７７ １２.４７９ １.６４６ ０ １７.９３９
ｌｎ(子女教育支出) ２.９３２ ３.８８９ ０ １０.９９４ ３.１０５ ３.９１９ ０ １３.１２２

地区
特征

地区生育保险参与率(％) １２.９８５ ９.２２５ ４.５６２ ４４.６９２ １２.８３３ ８.７９２ ４.５６２ ６１.２６４
ｌｎ(地区人均 ＧＤＰ) １０.７３１ ０.４５５ ９.８４１ １１.９６３ １０.６６６ ０.４５５ ９.８４１ １２.００９

样本数量 ６９３ ３１０３８
　 　 注:描述性统计部分的调查数据均采用 ＣＦＰＳ 数据提供的调整后的个人截面权数进行加权处理ꎮ

(二)模型构建

本文基于中国房屋拆迁的外生冲击ꎬ采用双重差分法探究家庭财富变化对生育行为的

影响ꎮ 本文构建如下基准模型:
ｃｈｉｌｄｎｕｍｉｔ ＝β０＋δ ｔｒｅａｔｉ×ｐｏｓｔｔ＋β１Ｘ ｉｔ＋αｉ＋μｔ＋εｉｔ (１)

(１)式中:ｉ 表示调查个体ꎬｔ 表示年份ꎮ 被解释变量ｃｈｉｌｄｎｕｍｉｔ为调查对象 ｉ 在 ｔ 期的生育数
量ꎮ ｔｒｅａｔｉ表示调查对象 ｉ 在 ２０１４ 年是否经历房屋拆迁ꎬｐｏｓｔｔ 表示研究期内构造的样本家庭
发生房屋拆迁的时期ꎬ即 ２０１４—２０２０ 年ꎮ Ｘ ｉｔ表示一系列控制变量ꎮ αｉ为家庭固定效应ꎬμｔ为
时间固定效应ꎬεｉｔ为随机扰动项ꎮ 模型中的核心系数为 δꎬ表示房屋拆迁冲击带来的家庭财

富变化对生育行为的因果影响ꎮ 在模型聚类方面ꎬ考虑到房屋拆迁存在变更社区或村庄的

可能性ꎬ本文采用家庭层面聚类标准误进行估计ꎮ

５５１

①

②

在设置“拆迁预期”的控制变量时ꎬ本文参照刘宏等(２０２１)的方法ꎬ采用识别的拆迁预期(二值变量)
与时间乘积的形式来控制房屋拆迁的预期判断对生育行为的影响ꎮ

“父母受教育程度”变量使用父亲与母亲二者的最高学历表示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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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ꎬ处理组与控制组在期初的其他可观测特征上也可能存在差异ꎬ如房屋拆迁事件多

发生在城中村与城郊结合地区ꎬ该地区的被拆迁家庭可能存在一定自选择问题ꎮ 因此ꎬ本文

采用双重差分和倾向得分匹配结合的方法估计房屋拆迁的全面影响ꎬ即平均处理效应ꎮ 该

方法一定程度上克服了观测数据所产生的自选择问题ꎮ 具体分两步ꎬ首先ꎬ依据期初特征估

计发生房屋拆迁的概率与期初所有可观测变量之间的关系ꎬ匹配其他特征相似而房屋拆迁

情况不同的个体ꎮ 其次ꎬ利用倾向得分匹配后的样本进行双重差分ꎬ以消除处理组和控制组

期初特征差异产生的随时间变化而变动的影响ꎮ 具体的 ＰＳＭ－ＤＩＤ 模型如下:
ＰＳＭ－ＤＩＤ＝Ｅ[Ｎｔｒｅａｔ＝１

ｉ１ －Ｎｔｒｅａｔ＝１
ｉ０ ｜Ｐ(Ｚ ｉ０)ꎬｔｒｅａｔｉ ＝ １]－Ｅ[Ｎｔｒｅａｔ＝０

ｉ１ －Ｎｔｒｅａｔ＝０
ｉ０ ｜Ｐ(Ｚ ｉ０)ꎬｔｒｅａｔｉ ＝ ０]

(２)
(２)式中:Ｎｔｒｅａｔ＝１

ｉ１ 为房屋拆迁后处理组个体 ｉ 的结果变量ꎬＮｔｒｅａｔ＝１
ｉ０ 为房屋拆迁前处理组个体 ｉ

的结果变量ꎬＮｔｒｅａｔ＝０
ｉ１ 和Ｎｔｒｅａｔ＝０

ｉ０ 分别为控制组个体 ｉ 在不同时期的结果变量ꎻＺ ｉ０为个体期初特征

变量ꎬ主要包括个体特征(拆迁预期、个人受教育程度、个人性别、居住城乡)、家庭特征(父
母受教育程度、家庭规模、人均家庭纯收入、消费性支出、家庭总资产)和地区特征(生育保险

参与率、地区人均 ＧＤＰ)ꎮ Ｐ(Ｚｉ０)为依据期初特征变量估计得到的倾向得分ꎮ ＰＳＭ－ＤＩＤ 模型

(２)为控制期初所有可观测变量ꎬ允许处理组和控制组的结果变量随期初可观测特征的差异

而有不同的时间变化趋势ꎬ在一定程度上放松了 ＤＩＤ 的平行趋势假设要求ꎮ
此外ꎬ为进一步验证房屋拆迁获得财富对生育行为的边际促进效应ꎬ本文还构建了如下

计量模型:
ｃｈｉｌｄｎｕｍｉｔ ＝β０＋φｌｎＣＨＤｉ×ｐｏｓｔｔ＋β１Ｘ ｉｔ＋αｉ＋μｔ＋εｉｔ (３)

(３)式中:ｌｎＣＨＤｉ为个体 ｉ 获得的房屋拆迁补偿对数值ꎮ 系数 φ 表示拆迁财富增加带来的边

际生育倾向ꎮ 其余变量设置与(１)式相同ꎮ
最后ꎬ考虑到 ＣＦＰＳ 追踪性数据的特点及其样本抽样的设计原理ꎬ本文采用 ＣＦＰＳ 数据

库提供的基于全国总样本抽样调整后的个人截面权数进行加权ꎬ如无特殊说明ꎬ之后的所有

回归结果均采用上述权数进行调整ꎮ

五、家庭财富对生育行为影响的计量分析

(一)家庭财富变化对生育行为的影响

房屋拆迁带来的家庭财富变化对生育行为影响的双重差分固定效应回归结果ꎬ如表 ２
所示ꎮ 第(１)列与第(３)列为房屋拆迁与拆迁所得补偿对生育行为影响的基准回归ꎬ第(２)
列与第(４)列为加入倾向得分匹配的双重差分回归ꎮ 总体上ꎬ房屋拆迁带来的家庭财富增加

对生育行为具有显著促进作用ꎮ 第(１)列的结果显示ꎬ相较于未拆迁群体ꎬ经历房屋拆迁群

体的平均生育数量增长了 １２.９％ꎬ表明房屋拆迁的财富增加对生育行为具有正向促进作用ꎮ
从第(３)列的回归结果看ꎬ房屋拆迁带来的财富增加的边际生育倾向为 ０.０１２ꎬ表明房屋拆迁

带来的财富每增加 １０％ꎬ会使得生育行为提高 ０.１２％ꎮ 财富增加的边际生育行为提升幅度

相对较小ꎮ 第(２)列的结果显示ꎬ房屋拆迁使得处理组生育数量在 ５％ 的水平上显著增长了

１１.３％ꎬ与基准回归相比ꎬ加入倾向得分匹配的回归中ꎬ房屋拆迁的财富变动对生育行为的促

进系数有所降低ꎬ体现出控制期初特征变量的必要性ꎮ 第(４)列的结果表明ꎬ在加入倾向得

分匹配后的回归中ꎬ房屋拆迁带来的财富每增加 １０％ꎬ会促进生育行为显著提高０.１１％ꎮ 考

虑到房屋拆迁与拆迁补偿的系数显著性的一致性与拆迁财富增加边际效应的差异性ꎬ本文

后续的回归主要采用模型(２)的回归设定进行分析ꎮ
６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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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２ 　 　 房屋拆迁的财富变化对生育行为影响的基准回归结果①

变量

生育数量

(１) (２) (３) (４)
ＤＩＤ ＰＳＭ－ＤＩＤ ＤＩＤ ＰＳＭ－ＤＩＤ

房屋拆迁×时期 ０.１２９∗∗∗

(０.０４６)
０.１１３∗∗

(０.０４６)
ｌｎ(拆迁补偿)×时期 ０.０１２∗∗∗

(０.００４)
０.０１１∗∗∗

(０.００４)
拆迁预期×时期

－０.０３９
(０.０３５)

－０.０３９
(０.０３５)

个人受教育程度(中学) －０.３７８∗∗∗

(０.０２８)
－０.３７８∗∗∗

(０.０３０)
－０.３７８∗∗∗

(０.０２８)
－０.３７８∗∗∗

(０.０３０)
(大专及以上) －０.８１９∗∗∗

(０.０４５)
－０.８３２∗∗∗

(０.０４７)
－０.８２０∗∗∗

(０.０４５)
－０.８３２∗∗∗

(０.０４７)
个人性别

－０.００５
(０.０１４)

－０.００５
(０.０１６)

－０.００５
(０.０１４)

－０.００５
(０.０１６)

居住城乡
－０.０３８
(０.０４２)

－０.０３８
(０.０４４)

－０.０３８
(０.０４２)

－０.０３８
(０.０４４)

是否在业 ０.２４８∗∗∗

(０.０２２)
０.２５６∗∗∗

(０.０２２)
０.２４８∗∗∗

(０.０２２)
０.２５６∗∗∗

(０.０２２)
健康状况自评(一般) －０.０４１∗

(０.０２４)
－０.０３２
(０.０２５)

－０.０４１∗

(０.０２４)
－０.０３２
(０.０２５)

(比较健康) －０.１２７∗∗∗

(０.０２３)
－０.１２４∗∗∗

(０.０２４)
－０.１２７∗∗∗

(０.０２３)
－０.１２４∗∗∗

(０.０２４)
(很健康) －０.２２２∗∗∗

(０.０２６)
－０.２２１∗∗∗

(０.０２７)
－０.２２２∗∗∗

(０.０２６)
－０.２２１∗∗∗

(０.０２７)
(非常健康) －０.２２３∗∗∗

(０.０２６)
－０.２２５∗∗∗

(０.０２８)
－０.２２３∗∗∗

(０.０２７)
－０.２２５∗∗∗

(０.０２８)
对他人信任程度 －０.０３２∗∗

(０.０１３)
－０.０３１∗∗

(０.０１３)
－０.０３２∗∗

(０.０１３)
－０.０３１∗∗

(０.０１３)
父母受教育程度(小学) －０.０３７

(０.０２８)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３７
(０.０２８)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中学) －０.３１９∗∗∗

(０.０３１)
－０.２８４∗∗∗

(０.０２５)
－０.３１９∗∗∗

(０.０３１)
－０.２８４∗∗∗

(０.０２５)
　 　 　 　 　 　 　 (大专及以上) －０.４９２∗∗∗

(０.０８５)
－０.４７６∗∗∗

(０.０９１)
－０.４９２∗∗∗

(０.０８５)
－０.４７６∗∗∗

(０.０９１)
家庭规模 ０.０７１∗∗∗

(０.００９)
０.０７４∗∗∗

(０.０１０)
０.０７１∗∗∗

(０.００９)
０.０７４∗∗∗

(０.０１０)
ｌｎ(人均家庭纯收入) －０.０３０∗∗∗

(０.００８)
－０.０３４∗∗∗

(０.００８)
－０.０３０∗∗∗

(０.００８)
－０.０３４∗∗∗

(０.００８)
ｌｎ(居民消费性支出)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４)
ｌｎ(家庭总资产)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４)

ｌｎ(子女教育支出) ０.０４５∗∗∗

(０.００３)
０.０４６∗∗∗

(０.００２)
０.０４５∗∗∗

(０.００３)
０.０４６∗∗∗

(０.００３)
地区生育保险参与率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３)
ｌｎ(地区人均 ＧＤＰ) －０.００５

(０.０７９)
－０.０２２
(０.０８４)

－０.００６
(０.０８０)

－０.０２２
(０.０８４)

家庭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Ｒ２ ０.６８９ ０.６８７ ０.６８９ ０.６８７
Ｎ １４９８７ １３９３７ １４９８７ １３９３７
　 　 注:∗、∗∗和∗∗∗分别表示在 １０％、５％和 １％的水平上显著ꎻ括号内为聚类标准误ꎬ下同ꎮ

７５１

①表中 ＰＳＭ－ＤＩＤ 模型中的拆迁预期在倾向得分匹配时已经进行控制ꎬ不需要在 ＰＳＭ－ＤＩＤ 回归中重复

控制ꎬ因而此处不显示“拆迁预期×时期”的系数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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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安慰剂检验与稳健性检验

１.安慰剂检验

为了检验房屋拆迁的财富变动对生育行为的影响不是其他随机性因素导致的ꎬ保证估

计结果的可靠性ꎬ本文通过 １０００ 次随机抽样设定“伪处理组”的回归估计进行安慰剂检验ꎮ
随机抽样设定估计系数与 ｐ 值的检验结果如图 ２ 所示ꎮ 可以看出ꎬ房屋拆迁的财富变动对

“伪处理组”估计系数的均值接近于 ０ꎬ趋于正态分布ꎬｐ 值大多在 １０％的水平上不显著ꎬ且与

基准回归系数估计值(０.１１３)不存在重合ꎮ 这表明房屋拆迁的财富变动对生育行为的作用

不是由其他随机性因素导致的ꎬ进一步验证了本文估计结果的可靠性ꎮ

图 ２　 随机设定处理组的估计系数与概率密度

２.稳健性检验

本文对基准 ＤＩＤ 回归结果进行了一系列稳健性检验ꎬ表 ３ 为汇总了各种估计方法的稳

健性检验结果ꎬ表 ４ 考虑了同时期生育政策的影响ꎬ依次进行讨论ꎮ
第一ꎬ考虑到单期 ＤＩＤ 回归产生的样本损失可能带来的影响ꎬ本文采用多时点 ＤＩＤ 进行

回归ꎬ同时为检验不同年份房屋拆迁的生育影响差异ꎬ分别以 ２０１２ 年、２０１４ 年和 ２０１６ 年为

基期进行回归估计ꎮ 第(一)栏报告了多时点 ＤＩＤ 的回归结果ꎮ 第二ꎬ由于基准回归中的倾

向得分匹配仅采用了近邻匹配(１ ∶ ４)的方式ꎬ本文在第(二)栏尝试更换多种匹配方式与精

度设置进行回归检验ꎮ 第三ꎬ由于基准回归采用家庭聚类方式进行估计ꎬ考虑到同村居内群

体经历拆迁冲击的相似性ꎬ且同县区内群体社会经济发展较为相近ꎬ本文在第(三)栏分别采

用村居聚类和区县聚类重新估计ꎮ 第四ꎬ基准模型使用传统 ＰＳＭ－ＤＩＤ 模型ꎬ为利用不同方

式消除处理组与控制组期初特征差异的影响ꎬ本文参考刘宏等(２０２１)的方法ꎬ在表 ３ 第

(四)栏将倾向得分估计值与时期相乘作为控制变量ꎬ进行双重差分回归估计ꎮ 第五ꎬ本文在

第(五)栏进行了相关样本调整ꎮ 一是剔除直辖市样本ꎮ 考虑直辖市在经济发展、生育压力

等方面具有特殊性ꎬ在第一行采用删除直辖市检验ꎮ 二是保留法定结婚年龄及以上样本ꎮ
考虑到我国当前晚婚晚育趋势及婚内生育的普遍性ꎬ在第二行采用保留法定结婚年龄及以

上的样本进行检验ꎮ 三是保留 １６－４９ 岁的年龄样本ꎮ 考虑到 ＣＦＰＳ 数据库中成年人定义的

年龄范围ꎬ在第三行采用 １６－４９ 岁年龄样本进行回归ꎮ 四是保留女性 １５－４４ 岁年龄样本ꎮ
考虑到 ４５ 岁及以上的女性生育比例较小ꎬ在第四行采用女性 １５－４４ 岁的年龄样本进行回

归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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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上ꎬ表 ３ 采用不同估计方法和样本的估计结果均显著ꎬ且回归系数与前文基准结果

较为相近ꎬ显示房屋拆迁的财富增加对生育行为的正向影响结论是稳健的ꎮ

　 　 表 ３ 　 　 不同估计方法和样本的稳健性检验
稳健性检验方法 估计系数 标准误 样本量

(一)多时点 ＤＩＤ
　 ２０１２—２０２０ 年多时点 ＤＩＤ ０.１０４∗∗∗ (０.０３８) ３８０４４
　 ２０１２—２０２０ 年多时点 ＰＳＭ－ＤＩＤ ０.１０５∗∗∗ (０.０３８) ３７９４５
　 ２０１４—２０２０ 年多时点 ＤＩＤ ０.０９８∗∗ (０.０４６) ３７５０８
　 ２０１４—２０２０ 年多时点 ＰＳＭ－ＤＩＤ ０.０９９∗∗ (０.０４６) ３７４５６
　 ２０１６—２０２０ 年多时点 ＤＩＤ ０.１０１∗∗ (０.０４７) ３４２４３
　 ２０１６—２０２０ 年多时点 ＰＳＭ－ＤＩＤ ０.１０２∗∗ (０.０４７) ３４２０７
(二)更换倾向得分匹配模式

　 近邻匹配(１ ∶ ３) ０.１１３∗∗ (０.０４６) １３９３７
　 半径匹配(０.０１) ０.１１３∗∗ (０.０４６) １３９２４
　 半径匹配(０.０５) ０.１１３∗∗ (０.０４６) １３９３７
　 核匹配 ０.１１３∗∗ (０.０４６) １３９３７
(三)调整聚类方式

　 村居聚类 ０.１１５∗∗ (０.０４８) １３６９８
　 区县聚类 ０.１１３∗∗ (０.０４９) １３９３７
(四)将倾向得分估计值与时期的乘积作为
控制变量
　 增加倾向得分×时期的控制变量 ０.１２６∗∗ (０.０５０) １３９３７
(五)调整样本

　 剔除直辖市样本 ０.１１４∗∗ (０.０４８) １２８０５
　 保留法定结婚年龄及以上样本 ０.１１８∗∗ (０.０５１) １３４４５
　 保留 １６—４９ 岁年龄段样本 ０.１１３∗∗ (０.０４６) １３９３７
　 保留女性 １５—４４ 岁年龄段样本 ０.１１１∗∗ (０.０５２) １２１５０

此外ꎬ生育政策也可能对研究结果产生干扰ꎮ 随着生育水平的不断降低ꎬ国家陆续放开

了二孩政策、三孩政策ꎮ 测度期内二孩政策的放开可能会对估计结果产生影响ꎮ 因此ꎬ本文

一方面删除 ２０１６ 年以前的样本ꎬ保证测度期处于全面二孩政策下进行ꎬ另一方面设置二孩

政策的虚拟变量进行控制ꎬ以排除生育政策的干扰ꎮ 如表 ４ 所示ꎬ回归结果依然稳健ꎮ

　 　 表 ４ 　 　 排除其他政策干扰的稳健性检验

变量

生育数量

删除 ２０１６ 年以前样本 设置二孩政策虚拟变量

(１) (２)

房屋拆迁×时期 ０.１１３∗∗

(０.０４６)

２０１６—２０２０ 年房屋拆迁×时期 ０.１７３∗

(０.０７７)
二孩放开政策 控制

拆迁预期 控制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家庭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Ｒ２ ０.６７５ ０.６８７
Ｎ １１３４４ １３９３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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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异质性分析

为进一步深入理解房屋拆迁带来的家庭财富变化对生育行为影响ꎬ本部分从子女特征

角度(子女数量、子女性别)和主观感受角度(生活满意度、社会地位)进行分组回归ꎬ比较不

同类型群体财富增加对生育的影响ꎮ
首先从子女特征角度进行分组回归ꎬ结果如表 ５ 所示ꎮ 子女少、无男孩群体的房屋拆迁

带来的财富增加对其生育行为的促进作用更强ꎮ 具体来看ꎬ子女数量方面ꎬ期初少于两个子

女的被拆迁群体的生育行为显著提升了 ９.４％ꎬ但房屋拆迁的财富增加对期初两个及以上子

女的受访者没有显著影响ꎮ 一方面ꎬ随着子女数量增加ꎬ生育养育成本逐渐上升ꎬ在保证养

育质量的同时会稀释房屋拆迁带来的财富增量ꎻ另一方面ꎬ生育子女的边际效用也会随子女

数量的增多而降低ꎮ 因此ꎬ拆迁的财富增加对子女较少群体的生育促进作用更为突出ꎮ
子女性别方面ꎬ房屋拆迁带来的财富增加对无男孩群体的生育行为平均提升了１３.２％ꎬ

但对有男孩群体的生育促进作用不明显ꎮ 这一定程度上与生育的男孩偏好有关ꎬ传统生育

观念中男性在传宗接代、养儿防老等方面具有相对优势ꎬ当家庭无男孩时ꎬ生育男孩的愿望

可能会更为强烈ꎬ因而拆迁财富增加的生育提升效应更大ꎮ

　 　 表 ５ 　 　 子女数量与子女性别异质性分析

变量

生育数量

二孩以下 二孩及以上 无男孩 有男孩

(１) (２) (３) (４)

房屋拆迁×时期 ０.０９４∗

(０.０５５)
－０.０５３
(０.０３４)

０.１３２∗∗∗

(０.０５０)
０.０３０

(０.０２９)
拆迁预期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家庭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Ｒ２ ０.６３４ ０.６８１ ０.７８３ ０.８７５
Ｎ ８４１４ ５６３３ ５５５３ ７９７７

再从主观感受角度分组回归ꎬ如表 ６ 所示ꎮ 生活满意度较高和社会地位较高群体的房

屋拆迁带来的财富增加对生育行为的促进作用更强ꎮ 具体来看ꎬ生活满意度方面ꎬ相较于未

拆迁群体ꎬ拆迁带来的财富增加对生活满意度中等和较高群体的生育行为促进效应分别为

１１.１％和 ９.９％ꎬ但对生活满意度较低群体的生育行为无明显影响ꎮ 生活满意度较高一定程

度反映了受访者具有较为积极的态度和乐观的未来预期ꎬ表现为对养育子女的信心与生育

意愿较强ꎮ 在积极生育意愿的基础上ꎬ房屋拆迁带来的财富增加能够提供物质保障ꎬ有助于

生育意愿转化为生育行为ꎮ
社会地位方面ꎬ房屋拆迁带来的财富增加对社会地位自评较高群体的生育促进效应为

３２.５％ꎬ是自评中等群体的 ３ 倍左右ꎬ而房屋拆迁带来的财富增加对社会地位自评较低群体

的生育行为没有显著影响ꎮ 这与已有研究结论较为一致(石智雷、王璋ꎬ２０２４)ꎮ 依据马斯洛

需求层次理论ꎬ社会地位较高的群体通常拥有相对较好的物质条件ꎬ此时房屋拆迁的财富增

加更倾向于满足该群体的自我实现、个人价值等高层次需求ꎬ因而作为个人价值体现之一的

生育行为也会得到相应提升ꎮ 但社会地位较低的群体很可能面临住房拥挤、收入低且不稳

定等较为严峻的生存困境ꎬ此时房屋拆迁的财富增加会优先改善该群体的生存环境ꎬ从而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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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育行为等高层次需求的促进效应会相应减弱ꎮ

　 　 表 ６ 　 　 生活满意度与社会地位异质性分析

变量

生育数量

生活满意度
较低

生活满意度
中等

生活满意度
较高

社会地位
较低

社会地位
中等

社会地位
较高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房屋拆迁×时期
－０.０９０
(０.１５４)

０.１１１∗∗

(０.０５２)
０.０９９∗

(０.０５２)
０.０６２

(０.０６２)
０.１０７∗

(０.０５６)
０.３２５∗∗

(０.１４５)
拆迁预期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家庭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Ｒ２ ０.７９１ ０.９６４ ０.７５３ ０.７６１ ０.７２６ ０.７７９
Ｎ １９０６ ５６８５ ５０３４ ４６３５ ６３９９ １５９６

六、家庭财富变化影响生育行为的机制分析

前文验证了房屋拆迁的财富变化对生育行为具有正向影响ꎮ 那么ꎬ拆迁的财富变化影

响生育行为的内在机制是什么? 本节将从养育能力强化效应和生育意愿激励效应两个维度

进行检验ꎮ
(一)养育能力强化效应

房屋拆迁的财富增加能够通过养育能力强化效应影响生育行为ꎮ 房屋拆迁冲击可以通

过排他性的财富再分配促进被拆迁者的家庭财富增加ꎬ能够一定程度上强化父母的养育能

力ꎬ相对降低生育养育子女付出的分娩、日常生活、教育等直接成本以及时间、精力、劳动等

间接成本ꎬ进而促进生育行为提升ꎮ 为检验这一机制ꎬ并结合生育与养育的具体实践ꎬ本文

选取“家庭消费支出”作为养育能力的代理变量ꎬ家庭消费支出不仅包含成年个体的衣食住

行等生活支出ꎬ也包括子女的养育和教育支出ꎮ 现有研究发现ꎬ我国二孩的养育成本接近家

庭人均消费支出的一半(申萌等ꎬ２０２２)ꎬ同时改善家庭设施的支出也为子女提供了良好的家

庭环境ꎮ 因此ꎬ家庭消费支出能够较大程度体现父母的养育能力ꎮ
本部分采用双重差分法检验房屋拆迁财富变化的养育能力强化效应对生育行为的影

响ꎮ 表 ７ 第(１)列的回归结果显示ꎬ房屋拆迁的财富变动在 １％置信水平上显著促进了家庭

消费支出的增加ꎬ表明房屋拆迁的财富变动确能短期内较大幅度提升被拆迁者的养育能力ꎬ
进而促进生育行为的提升ꎮ 石智雷和杨云彦(２０１４)也发现ꎬ经济压力是制约人们生育的重

要因素ꎮ 可见ꎬ房屋拆迁的财富增加能够通过养育能力强化效应对生育行为产生积极影响ꎮ
(二)生育意愿激励效应

房屋拆迁的财富增加可以通过生育意愿激励效应影响生育行为ꎮ 生育意愿是指房屋拆

迁冲击带来财富变化的一种心理属性ꎬ是个体在经历拆迁财富变动时的主观心理活动、体验

和过程ꎬ也即父母的生育动机ꎮ 接合行动理论认为ꎬ人们的生育意愿会与所处的角色、情景、
社会约束等特定环境相互接合(吴帆ꎬ２０２０)ꎬ进而影响实际生育行为ꎮ 当房屋拆迁的外部环

境变动与积极生育意愿相互接合ꎬ将有助于促进生育行为ꎮ 为检验生育意愿激励效应的存

在ꎬ本文选取“理想子女数”作为生育意愿的代理变量ꎮ
本部分采用双重差分法检验拆迁财富变化的生育意愿激励对生育行为的作用效果ꎮ 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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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结果如表 ７ 第(２)列所示ꎬ房屋拆迁的财富变动对生育意愿有显著正向影响ꎬ表明相较于

未拆迁者ꎬ房屋拆迁的财富变动能够提升被拆迁者的生育意愿ꎮ 生育意愿是实现生育行为

的必要环节ꎬ研究表明生育意愿的增加有助于生育行为实现(Ｄｏｍｍｅｒｍｕｔｈ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１５)ꎬ验证

了房屋拆迁财富变化的生育意愿激励效应机制ꎮ

　 　 表 ７ 　 　 养育能力强化与生育意愿激励机制检验
变量 养育能力强化 生育意愿激励

房屋拆迁×时期
０.６１８∗∗∗

(０.２３４)
０.２２６∗

(０.１１７)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家庭变量效应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Ｒ２ ０.９３２ ０.３３９
Ｎ １４８５１ １３２９０

七、结论与讨论

财富与生育的关系始终是社会关注的热点话题(王晓娟、石智雷ꎬ２０２２)ꎮ 本文利用我国

城镇化进程中的“房屋拆迁”构建双重差分模型进行因果识别ꎬ研究房屋拆迁的家庭财富变

化对生育行为的影响ꎬ拓展了微观层面的财富冲击对生育的影响研究ꎬ进一步检验不同群体

财富变动的生育行为影响差异ꎬ并探讨了家庭财富变动对生育行为影响的作用机制ꎮ
研究发现ꎬ房屋拆迁带来的家庭财富增加对生育行为有显著正向影响ꎬ在控制拆迁预期

的情况下使得被拆迁者的生育数量平均提升了 １２.９％ꎬ在加入倾向得分匹配后的双重差分

模型中ꎬ该促进作用依然存在ꎮ 在进行剔除直辖市影响、控制生育政策干扰、更换匹配方法

与模型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之后ꎬ结果仍保持稳健ꎮ 此外ꎬ家庭财富增加的边际生育倾向结

果显示ꎬ财富每增加 １０％ꎬ会促进生育行为提高 ０.１１％ꎮ 这表明家庭财富的增加是个体生育

行为的重要驱动力ꎬ缓解生育和养育子女面临的资源与财富压力是提升生育行为的关键内

容ꎮ
异质性分析表明ꎬ拆迁的家庭财富变化对子女较少、无男孩群体的生育促进作用更强ꎬ

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财富增加的生育促进效用更倾向于少子女家庭ꎬ并受到传统生育观念中

男孩偏好的影响ꎮ 相较于生活满意度较低的群体ꎬ房屋拆迁的家庭财富变化对生活满意度

中等及以上居民的生育行为促进效用更显著ꎬ即生活越幸福ꎬ财富增加的生育促进作用越明

显ꎮ 此外ꎬ社会地位自评越高ꎬ拆迁的财富变化就越有利于生育行为的增加ꎬ即经济条件越

好ꎬ财富增加的生育促进作用就越明显ꎮ
机制分析表明ꎬ房屋拆迁的家庭财富变化能够通过养育能力强化效应和生育意愿激励

效应促进生育行为ꎮ 房屋拆迁的财富增加能够强化父母的养育能力ꎬ相对减轻生育养育孩

子消费开支的直接经济成本以及时间、精力等间接成本ꎬ有利于生育数量的提高ꎻ同时拆迁

财富增加有利于积极生育意愿的形成ꎬ以生育决策的提升推动生育行为的增加ꎮ
与已有文献“越穷越生”的观点不同ꎬ本文研究结论显示ꎬ家庭财富的增加可以有效促进

实际生育行为ꎮ 在当前生育成本驱动的低生育率阶段ꎬ能否生得起、养得好是父母关注的核

心ꎮ 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ꎬ不仅要增加产假、育儿假等时间支持ꎬ还要对生育家庭提供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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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经济支持ꎬ降低从怀孕到分娩再到子女成长全过程的成本ꎬ建立覆盖子女成长周期的生育

支持政策体系ꎮ 在具体政策设计上ꎬ一方面ꎬ在怀孕分娩阶段ꎬ完善生育保险制度体系ꎮ 逐

步提高产前检查和住院分娩的医疗费用报销比例ꎬ积极制定并提升一次性生育补贴、生育住

房补贴等措施的发放金额ꎬ降低家庭生育成本ꎬ提升生育保障水平ꎮ 另一方面ꎬ在养育教育

阶段ꎬ鼓励各地区依据经济发展水平为多孩家庭提供育儿补贴、托育消费券等形式的资金支

持ꎬ相对降低家庭养育教育成本ꎬ减轻家庭养育、教育负担ꎮ
本文的不足之处有两点:一是尽管构建了倾向得分匹配的双重差分模型ꎬ并采取了一系

列措施进行样本控制ꎬ但房屋拆迁地区仍无法保证实验的完全随机性ꎬ未来有待寻找更合适

的准自然实验样本进行验证ꎮ 二是房屋拆迁的财富变化对生育行为的影响还可能存在很多

机制和路径ꎬ难以进行全面探讨ꎬ本文主要从父母养育能力和生育意愿两个核心路径讨论ꎬ
仍有其他的机制路径有待后续进一步研究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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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ｈｉｌｄｒｅｎꎬ ｎｏ ｂｏｙｓꎬ ｈｉｇｈｅｒ ｌｉｆｅ ｓａｔｉｓｆａｃｔｉｏｎꎬ ａｎｄ ｈｉｇｈｅｒ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ｔａｔｕｓ. Ｔｈｅ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ｓｕｇｇｅｓｔｓ ｔｈａｔ ｈｏｕｓｉｎｇ ｄｅｍｏｌｉｔｉｏｎ ｓｈｏｃｋｓ ｃａｎ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ｆｅｒｔｉｌｉｔｙ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ｒｅｉｎｆｏｒｃｉｎｇ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ｐａｒｅｎｔｉｎｇ ａｂｉ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ｎｈａｎｃｉｎｇ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ｆｅｒｔｉｌｉｔｙ ｉｎｔｅｎ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ａｒｔｉｃｌｅ ｄｅｅｐｅｎ ｔｈｅ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ｆｅｒｔｉｌｉｔｙ－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ｗｅａｌｔｈ ａｎｄ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ｉｎｓｉｇｈｔｓ ｆｏｒ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ｉｍｐｒｏｖｉｎｇ ｔｈｅ ｆｅｒｔｉｌｉｔｙ ｐｏｌｉｃｙ ｉｎ ｔｈｅ ｓｔａｇｅ ｏｆ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ｇｒｏｗｔｈ.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Ｈｏｕｓｉｎｇ Ｄｅｍｏｌｉｔｉｏｎꎬ Ｗｅａｌｔｈ Ｃｈａｎｇｅｓꎬ Ｆｅｒｔｉｌｉｔｙ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ＪＥＬ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Ｊ１３ꎬ Ｊ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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